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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妇女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历史性”促使

其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具有专业水准的学科。就

研究内容而言，几乎涉及与妇女相关的方方面面，或

集中反映上层精英妇女生活与观念，或着意从内在

感受和心理活动等微观方面探讨妇女的情感世界，

或将妇女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制度、宗
教、礼俗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这些研究通过对

“妇女故事”的讲述，以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进

一步说明妇女是推动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

力量。但研究过程中，相较于“妇女史理论的建构”，

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对妇女史史料的挖掘尚有一定

空间，尤其对民间文献中有关妇女史料的运用上，还

存在着搜集、整理以及鉴别、运用等问题。有学者已

经注意到：尽管中国妇女史提倡对不同地域、民族、
阶层的女性进行细化研究，然而有关妇女的历史资

料数量不多，而且有限的史料又多集中于社会上层

女性，占女性主体的中下层妇女在历史记录中基本

处于“失语”状态。这对于今天的妇女史研究者而言，

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一种挑战。[1]

“民间文献”是指有别于正史、文集等传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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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弥补正史资料的不足与缺陷，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入提供重要的支撑。但目前的妇女史研究中，民间文献

资料搜集与运用还相对薄弱。本文即以碑刻、契约、家谱以及其他形式的民间文献资料为内容，讨论了民间文献在妇女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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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about women in the rich content, to show diversity, folk and thefresh characteristic. These features to thei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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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to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But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women's history, the folk literature data col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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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folk literature study of women in the importa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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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它来源于田野乡间，包括碑刻、家谱、契约文

书散件、未刊稿本或抄本以及少量流传范围有限的

刊本。它在弥补正史资料之不足的同时，可以更加细

致地展示不同区域妇女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

生活细节。但由于实际操作过程中民间文献获得的

“艰难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作为史料的可能

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大量类似资料的比对与掌

握，也造成了研究理论上难以突破。笔者长期在山东

运河区域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有关妇

女史研究的民间文献。现就所见文献进行梳理，并尝

试对其进行价值分析和文化意义的探讨。
一、碑刻：妇女家庭与社会角色的扮演

碑刻，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独特的史料。
古人有关“川渠有时而改流，城郭有时而徙置，故籍

有时而散逸，其可以永久而不易毁者庶几？其金石

乎”[2]的认识，说明他们对于碑刻具有的强烈“历史记

忆”的认同。与其他史料相比，它的优点就在于记录

了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细节，并得以长期安全地保

存下来。有关妇女碑刻的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节孝

碑、墓志铭、女神碑、妇女信仰组织碑等。
节孝碑又可分为节孝和贞烈两种，分别是对已

婚、未婚女子德行的彰表。例如“杨行张杨氏节孝碑”
中记载：

张孺人，端重简默，淑慎其身，年二十一嫁堂公，

相敬如宾，而事翁姑尤以孝谨闻。越五载，月堂公仙

逝，杨母敛葬如礼，痛而绝者数次。然老亲之皤皤在

堂，幼子之呱呱在室，既无伯叔，终鲜兄弟，杨氏宗嗣

殆不啻千钧绝于一丝耳。幸赖杨母权量重轻，不为匹

妇之谅，斯叶女贞之吉。其养亲也，供奉无缺；其抚子

叶，恩勤弥周。迨亲送终，率子而独挡大事。子稍成

立，训子而教以义方。凛凛正气，温温淑德，自始历

终，四十余年如一日焉，诚可为杨家增光，为合邑作

闺阁坊矣。[3]

碑文将杨张氏为女为妻为母的人生经历进行了

简单的记述，虽不乏立碑者的溢美之词，但也能反映

出能“独挡大事”女性的能力和品行。文中所用之“幸

赖”一词，也泄露了张氏的做法在当时并不普遍。

再如《张贞女碑》所记：贞女张氏家贫，自 6 岁照

顾自己的母亲，母亲死后因无依靠，童养于孟传铭

家，照顾年迈祖姑。但不幸的是孟传铭尚未圆房即

亡。张氏父亲因婿死欲接其回家，但张氏不从，并十

余年内未曾回到母家。在翁姑相继去世后，先后为他

们送终，同时以兄之子为继嗣，延续了孟家之血脉。
知县闻之暂其奇行，奖励给匾额，而里人则“恐其节

孝之行被湮没，而勒之贞珉”。[4]一个未婚女子的节行

在这一碑刻中体现无余。同时碑刻中有关“其父欲接

其回家”的细节，也表明在现实社会中，并非所有的

父亲都主张自己的女儿守节，妇女对于自己身份的

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内夫家外母家”的心理

矛盾之上。
事实上，以上类别的碑刻多经地方官旌表并由

地方士绅所立，因此其叙说的内容与主流思想一致。
以往对类似碑刻的讨论，也多是在国家制度、意识形

态和地方社会家族力量彰显等框架内进行，加之碑

刻多由男性书写，因此，这种具有旌表性质的碑刻往

往被看作是当地道德风气的一种昭示。但是与此同

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书写本身是建立在相对事实

基础之上的，它部分地反映了女性社会生活的内容，

也在一定程度上“泄露”妇女的自我选择与个性意

识。而对这些内容的忽略，可能导致我们的研究总是

无法跳出妇女研究“工具性”的窠臼。
墓志是另一类有关妇女的碑刻记载，或独立成

篇，或缀于丈夫志文之后。从立志者的身份看，多是

孝子贤孙为母亲、祖母所立，亦有少数夫为妻或父为

爱女所立者；从撰写者的身份而言，请文人代写者居

多，当然也有家人、亲戚撰写。由于此类碑刻较多，①

所以学界的研究也较为多见。有学者亦用统计学的

方法对所见墓志进行量化和类型化的研究，并从碑

文中挖掘出一些不被注意的生动精微细节资料。[5]比
如，用墓志资料统计了夫妇双方去世年龄的比例、合
葬以及冥婚和不婚女性的比例与生活状况。这种具

体的研究，扩大了妇女生活史研究的范围，将史志中

的妇女形象具象化。
若以上用以旌表的节孝碑和用以纪念的墓志中

①仅《唐代墓志汇编》就收录了有关妇女的墓志达三千多方，参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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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都是被推崇的人间女性，而另一类碑刻则有

关女性神灵。神灵的建构是一个历史层累的过程，民

间信仰本身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因此神灵庙宇

的建设和祭神的过程往往被人们记载下来，在表达

对神灵虔诚的同时也凸显立碑者在现实中的地位。
这些位于神圣空间里的庙宇碑刻，既是官方神道社

教的工具，也是妇女信仰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另类

表达方式。
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信众广泛的女性神灵有

观音、碧霞元君（泰山奶奶）、天后等等，她们多被纳

入国家正祀。而一些地方性女神信仰也各有其地域

特色，比如山东等地鲁义姑信仰、山西等地的圣姑信

仰、江浙一带的陈十四信仰等，因其与地方文化的脉

络成长相伴随，往往成为区域史研究重点。由于篇幅

所限，并囿于笔者田野调查之所见，在此仅就在山东

运河区域田野调查所得女神碑刻进行讨论。
以碧霞元君为例。元君俗称泰山奶奶，是明清时

期最有影响力的女神之一。关于泰山女神的传说由

来已久，西王母、九天玄女等神仙人物都曾被安置于

泰山。这些女神通常司职生育，而这正是女神被广泛

信奉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

撰《东岳碧霞宫碑》中记载：“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

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

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

厚，靡不相交愿，而神亦靡诚弗应。”[6]由此可见，碧

霞元君已经超出了送子的范围，成为有求必应的神

灵。正因为如此，各地所见泰山神庙甚多，一般除泰

山奶奶外，还有“催生、送生、司癍、司疹、司眼光诸位

娘娘以陪之”。[7]以下即是笔者在阳谷县赵店村所见

之《重修泰山行宫碑记》：

阿邑西南五十里召殿村向有泰山行宫一座，不

知创修何年，经始谁氏。厥后颓碎，仅存香火。……近

又有首事募化众善京钱二百六千柒。□□□春，量基

重修正殿三间，道房五间，钟楼一，山门一，桓墉周

匝，焕然更新，甚盛举也。工竣，乞余为序。予方将著

笔，忽有好诘者指予□言曰：“呜呼！位长五岳，秩视

三公，其相宜冕藻黼黻鬓眉孤特，所谓天齐者，近之

矣，夫何有乎女容？……男女不纷集香火颂祷而漫云

行宫也乎？神本一体也，又焉有催生、送生、司癍、司

疹、司眼光诸位娘娘以陪之者？”然予则鼓掌而笑曰：

“迂哉乎？叟也。帝出虽震，出入宝寅，生主乎□女容

也，胡不可？且鬼神德盛使天下之人云云。行宫也，胡

不可？其人遂若诺诺声而退，窃思维序亦无容为矣。
请以答辩数语用防后之好辩者又胡不可。

这通碑记以泰山行宫的重建为内容，既叙说了

信众对碧霞元君的信奉，又着重讨论了行宫中以碧

霞元君等女神为神主的原因，突出表现了民间对碧

霞元君的认同。关于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正如时人

所论述，“无论士庶贤愚善恶老少，各有一奶奶之想，

各挟一暧昧不可言之意，以求伸于奶奶”。[8]当然对官

方而言，在“神道社教”的教化之中，他们对女神崇拜

又有着另外的认识：“自帝王圣哲以及忠臣孝子诸

祠，以文风天下之。为丈夫语之而易知，勉之易从，足

以省官师之训而助刑罚所不及，亦既为有征。其狃于

习而难化者莫如妇人。女子诚亦不可使之底滞而不

震也，愿责之以丈夫之所敬畏而崇信者，彼责语之而

弗解，勉之而弗从。何也？妇人女子所服从者母训也，

而以教男子者教之，其孰从而听之？闺阁间有谈士人

之奇节异行者？彼皆若罔闻知也。一及曹娥聂娣之

事，则群聚而叩之，且肃然动心而倾听之，不厌从其

类焉”。[9]

天妃信仰于宋代中期产生于福建，随着运河的

开通，其在北方也较多信仰，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北方

的泰山奶奶信仰有一定的融合。这种融合恰在碑刻

中有所反映，据运河沿岸之重要市镇———德州《天妃

庙记》记载，在天顺庚辰、成化辛丑年之前，“吾境内

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者恒以元君视之。”[9]

与泰山信仰、天妃信仰等官方正祀相比，地方女

性神的产生则更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色。以笔者对山

东运河区域所作田野调查所见，这一区域的女神有

贤惠神、蚕姑庙、龙母、鲁姑奶奶、托山奶奶（冠县大

郭庄）、栓子娘娘等。如：鲁姑奶奶，在齐鲁两国之战

中凭借“为救兄长的孩子而甘愿放弃自己孩子”的义

举感动了齐军而使其退兵，被人们称为“鲁义姑”。据
万历《兖州府志》卷二四记载：宋代曾于宁阳南义村

（今南驿，传说是鲁义姑的家乡）创建鲁义姑，并立

碑。而在鲁西平原上的茌平县韩屯镇，亦有鲁义姑祠

（传说此地即是鲁姑奶奶被齐军追赶上的地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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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每年阴历二月初六鲁义姑诞辰日，这里仍然有大

型的祭拜之会）。鲁义姑的碑刻所记之“弱息绝，续存

亡，女子力苦志坚贞”[10]正是她被祭祀的文化根源。
作为一位普通女性，其被神化的过程，虽也有功能性

的一面，（比如鲁义姑庙之所以在宋代的首建，恐怕

与宗族在宋代及其以后普及化和自治化化有关）但

是，女性家庭与社会角色本身就蕴含了她们自身对

公私、家族与个人利益的价值选择。
人们对神灵的认同，往往会促使他们形成一定

的敬祀组织，而参与组织的人也会在碑刻中被记录

下来，其中不乏妇女的身影。信仰会社的会首可能是

妇女，如泰山乡社斗母宫乾隆四十三年碑、乾隆五十

四年碑为同一香社所立之碑刻，前者碑中所记香头

为“高恩”，后者落款为“信士刘义厚同母高氏张侄所

立”，此碑的高氏即应是前者中的高恩。有些会社虽

不是妇女为会首，但是大量妇女参与其中，并在碑刻

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明万历十七年梁山《莲社施

茶碑记》中所记会社成员为：“世茶秀菴居士贾松、时
青高偕室陶氏、同□贾文（魁首）孙男贾从亲□□；

……；刘守礼 王弟 王守忠 关守□妻闫氏 男关思

曾 孙男关□辅 李镇方 闫尚仁妻任氏 男闫惟恒

孙男闫□□”。[11]

在平阴县谷山（又名狮耳山）的名为《谷山碑记》
的一通碑刻中，所见背阴题名皆为女性，有孟门张

氏、于门李氏等。虽然由于风化等原因，仅就目前碑

阳所识文字并不能说明这些妇女碑刻留名的原因。
（类似的情况，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多次见到）遗憾

之余，我们至少能够感觉到，在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

中，妇女参与会社活动相当普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碑刻的参与者都是下层女

性，在孔庙数以千计的碑刻中，就保留有一通《皇妹

大长公主鲁王祭孔庙碑》，也是孔庙中唯一的一幢妇

女祭孔碑。大长公主系元成宗之女，被封为鲁王，曲

阜属她的汤沐之邑。公主于元大德七年（1303 年）阙

里孔庙大殿落成及至大元年（1308 年）武宗加封孔

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曾两次遣使至孔庙致祭。
碑文详细地记载了这两次祭孔的经过。按照历代祭

孔的习俗，都是皇帝或男性官员参加，妇女是没有份

的。该碑则是特殊妇女阶层与特殊时期的妇女参与

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见证。
如此众多的碑刻，用金石之固叙说了妇女的家

庭和社会生活，记录了她们的“日常”与“非常”的多

重样貌：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与观念的差异、家庭内

外身份变化、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就此建立起的社会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她们甚至扮演着一定社会组织

者与管理者的角色。这些都从多个层面为妇女史研

究提供了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
二、家谱：妇女婚姻与家庭关系的维系

一般而言，家谱是男性记录其家族支脉延传的

文本资料，亦是敬宗收族的一种手段。梁启超在《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论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

尤其社会史资料价值时，曾有一段精彩论述：“族姓

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

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

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

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

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

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

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

盛业也。”[12](P4599)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妇女只是男性的

“注脚”，以某某妻或女儿的形式出现，但其仍然让我

们在其中找寻到妇女家庭内部关系与婚姻圈甚至出

生率等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内容与数据。弗

雷德曼先生在对福建、广东宗族组织的人类学考察

后曾经说过：“在结构上，作为一个整体，从家庭到宗

族的所有单位都是男性的，然而女性连接着他们

……虽然在家庭中，妇女的活动与功能显得与男人

一样重要，一旦我们超出家庭来看，妇女的正规角色

消失了，而且她们的非正规角色似乎并不重要。只有

当她去世的时候，作为一个妇女，以祖先灵牌的形式

进入祠堂。”[13](P39)

从家谱的编纂规范来看，一般在家谱中每个世

系男性之后，会说明其妻子、继配等妻妾的情况，主

要是她们父亲的身份以及住址。比如，阳谷县双庙村

《杨氏家谱》记载：“佑纯祖，字伯熙，庠生振德君之长

子，元配孙家堂之贡生孙贻宪之女，继配郎家营武庠

生孙金铭之女……女二，长适石庙商毓申，次适本街

贺益新”；再如，“振策祖，字次方，庠生成耀之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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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笔者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康熙黟县李氏抄契簿》、《雍正休宁金氏置产簿》、《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乾隆休宁程氏

抄契簿》、《嘉庆祁门吴氏誊契簿》、《同治休宁张氏置产簿》共 6 个姓氏的 830 例买卖契约作为分析、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参

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

元（原）配马湾拔贡举人山西稷山县知县崔准之女；

继配阳谷城里贡生熊绍夫之女，拔贡举人绍舟之侄

女，继配张秋张冠鼎之女；继配东昌城里丁肈厚之

女。子一，佑襄，女一，适孙家堂孙师傅”。[14]在以上记

录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资料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

一是有关婚姻的等级。女性与男性婚姻关系，是建立

在怎样的人际关系和等级意识之上的？二是有关婚

姻的范围。通过对妇女嫁娶村庄距离和范围的了解，

可以看到一个区域内婚姻圈的范围以及长时段之中

婚姻圈的变化，并就此观察妇女社会生活与社交范

围及其变化。三是家谱本身记录了一个不间断的连

续过程，我们可以就此观察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男女

婚姻的历时性变化。四是观察家庭及家族内部，一妻

多妾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妇女生育的情况。当然，对

这些妇女的情况与嫁娶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还需

要借助于地方志等文献，将时间、空间等内容结合起

来，才能使这些资料更加具有时代感并注意到区域

社会本身的脉络构成。事实上，目前学界对婚姻圈的

研究并不少见，但多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且研究多

为巨室大族，旨在说明婚姻圈对男性家族地位和社

会地位的巩固作用。因此，转换研究角度，尤其是注

意中下层家谱中妇女的婚嫁，或许是女性研究的突

破口。
有些家谱中还对家族中有着重要贡献或者被官

方旌表的妇女有所记载。比如阿城孙村楼《孙氏族

谱》中一位四世同堂的老妇，在丈夫去世后，抚养孩

子照顾舅姑，家庭得以维系，且子孙皆有仕宦之途。
因此后人将其事迹“记录家乘”，以表彰并希望荫泽

后人。虽然其记载的内容与墓志的主旨大致相同，但

是有更多细节化的东西，比如家谱中为了凸显该夫

人的教子有方，将每个孩子及孙子、孙女以及重孙

子、孙女的嫁娶之因缘关系都一一进行了细致的列

举。其他如《东郡傅氏族谱》、《东郡刘氏族谱》等，都

记载有类似情况。再如阳谷县《刘楼村秦氏族谱》，先

后将家族中 6 个被旌表的节妇列传于谱中，虽然这

些和地方志中所叙说的故事内容大致相同，但是由

于是在家谱之中，妇女本身在家庭中和家族中的关

系会更加清楚，其被旌表的背景与关系图谱更加清

晰。相比而言，相同区域不同家谱之中相同内容的比

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区域内部女性的地位

与生活方式异同的社会根源。
三、契约：女性权利与社会地位的凸显

契约是买卖双方建立在平等合意基础上签订的

证据性文本，分为红契和白契两种。红契为国家所认

可的正式契约，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而白契则是民

间私自订立的书面之保障。契约文书是人们经济活

动的见证，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妇女在契

约的签订过程中有多大程度上的参与，以怎样的方

式参与，是其社会经济地位与活动的最直接的见证。
以往相关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其原因在于：其一，

契约中的相关记录较少。比如，就笔者目前搜集到的

《冠县柳林义学正契约簿》、《阳谷阿城吕庄张氏契约

簿》、《平原张氏买卖契约》等 900 多件契约，时间上

迄清代康熙四十一年，下至到民国三十八年，由妇女

主导的土地买卖只有 5 件。同时笔者又比较了经济

比较发达的徽州地区，在已经出版的《徽州契约文

书》中统计了 7 个家族的 830 件契约，②发现其中有

17 件是由妇女立契，占到总数的 2%，数量稍多。其

二，这些资料的相对零散决定了我们对妇女身份的

确认很难在空间与家族中展开。但即便如此，它们依

然能够展示妇女参与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情况。
就目前所见契约来看，妇女参与的契约有四种

类型，一是捐赠契约；二是买卖契约；三是作为中间

人参与的契约；四是妇女主持下的分家契约。这几种

契约的表现形式大致如下：

第一，捐赠契约。订立这类契约的妇女具有全部

或者部分财产权利。例如，临清 75 岁的黑氏老妇人

欲将自己的宅基分别捐给洪家寺和黑庄礼拜寺，在

“邀同族长黑君桐暨宗党亲邻面□磋议”后，订立了

捐赠契约：“将此宅分作两段，南段蠲入城区洪家寺，

段内有（氏）住室，俟故后始完全归该寺。□有此段

□入黑庄礼拜寺，有临街铺房三间。两段中间即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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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房南檐滴水分界，议即妥即同四邻测量之分明并

书立契券分缴两寺存证。繇是此宅蠲归善地，实发自

老妇在己之愿心也”。[15]在这个契约中，黑氏的丈夫

已经去世，而她也已 75 岁，在与宗族商议并报官后，

捐赠地产给寺庙。由于资料的阙如，我们不知道她是

否还有子女。但是这类契约表明，这类老妇对家庭的

财产有着绝对的主导权。
第二，买卖契约。这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契约形

式，其大略如是格式：“立卖约人崔冯氏，今无钱使

用，托堂叔赵永山情愿将自己家后东西地一段，南北

至……西至……。托中人赵永山、赵承绪说合，卖于

赵恒丰名下为业。……”[16]由该契约内容来看，作为

妇女，在明清地权变动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她们会

参与到土地买卖中。但相对于父权制的家族而言，她

们所具有的附属的身份和地位是先赋的、固定不变

的，她们个人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父权

和夫权的限制，因而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家族

内部的帮助与支持。
第三，妇女作为中间人参与的契约。妇女虽不是

契约的签订者，不是买卖的主体，但是在契约之中，

被邀为中人加入其中。这种情况在山东地区笔者未

曾得见，而在徽州契约中妇女“为中”虽不普遍，但也

有出现。例如：崇祯四年，程道升的卖契中写到：

卖契程道升将在字……号，土名……共租四秤

卖与亲兄名下，得价纹银五两六钱，其税于本家户内

交纳。
崇祯四年九月初五日 卖：程道升

中：道乾嫂[17](P236)

由该契约来看，其中人是道乾嫂。而在徽州契约

中笔者找到八件由妇女作中的情况，他们或是与立

卖契人有着某种亲属的关系，或是立契者的仆妇。例
如在《休宁胡阿朱卖契》中，中人除了程元粮和黄朗

仲之外，还有一人名曰蔡腊嫂。在康熙二十六年胡兴

旺的卖契中我们得知蔡腊嫂是胡家的“经管仆妇”。
尽管作为佃仆同时又是妇女的蔡腊嫂在身份与地位

上与主人相差甚远，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依然可以

成为主人地权转移的中介与见证。
中人在契约中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信用，信用

来源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而道德所依附的主

体———人，并不存在性别的差别，所以，在这样一个

大的前提之下，妇女作中的问题也具有了理论上的

依据。尽管从数量上看，妇女作中的情况很难说十分

典型和普遍，但它们的存在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

就是尽管受到传统礼制以及习惯的制约，但在实际

生活中，妇女的某些特性，诸如个人威信、个人身份、
人际关系、经济因素相结合，从而使她们成为家庭财

产的主导并参与他人的经济活动。
第四，妇女主持下的分家契约。虽然她们并不是

合同的签订者，但是在契约中却有着重要作用。如下

契约合同所示：张可臣“遵母命分得小河湾北头七亩

分七六厘，大河湾西堤下一亩六分三厘，又堤里地二

分，又宅基□分七厘，堂屋□间，大门一座，西枣行南

头树木。此系亲孚协，永不反悔。恐口无凭，立分单存

证。”[18]该分单中最后还是将族长、亲戚、邻右、官人

都列入其中作为见证，但其分单最初所言之“遵母

命”，表明了这个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对妇女

个人而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等级社会中，家庭

和社会身份限制了她们的权力。但人的身份只是偶

然的或事实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可能固定不变。随着

她们年龄与身份的变化，其权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一个妻子对丈夫来说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权力，但一

旦成为母亲，其权力就要大的多。作为家长，尤其是

失去丈夫之后，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威足以使她成为

家庭的代言人。在妇女的一生中，其作为母亲的阶段

实际上是其拥有较大权力和身份地位最为举足轻重

的阶段。
除却诸上所列之碑刻、族谱、契约等，其他类型

的民间文献资料更加不可多得，但由于这些资料过

于零散，所以它们往往很难在一个主题之下获得整

合，分别被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学科门类分而用

之。或许对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不仅需要

一种技巧，更需要一种强烈的妇女史研究意识。笔者

获得的一部成书于顺治十八年的《苫山村志》，就对

村内三个宗族中的“文媛”进行了详细记载，提供了

节妇、孝女、孺人和女神共存的女性生活的村落空

间，具有很强的个案研究价值。而在两部分别名为

《东昌旧闻》和《聊城野史》的地方性史料中，则记录

了《京韵大鼓》的抄本《蒲松龄娶儿媳妇》和聊城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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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四根弦”的剧目与演出情况，同时介绍了该

戏班如何被一个称为“小路家”的女性组织起来的故

事，将从事戏剧演出的女性群体的生活生动展现出

来。另一部由聊城三合堂书铺印行的《小唱本》中，有

民间曲调之“大闺女十怨”，也将下层女性的心理及

生活情趣叙写的简单明了。其他如《临清民谣民谚》、
《阳谷民间文化》等一大批地方文献，也在一定程度

上记述了部分下层妇女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应该说，目前这类资料多被地方史研究者所掌

握，其价值也多出现在地方文化研究类的丛书中，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反映了“碎化”的历史，也不

意味着对它们的利用都是切片式的。人们在重视文

学作品（如小说、评弹）以及大量运用“口述史”的基

础之上，更应该在整体史的构架之下，通过对区域妇

女史资料的收集和比较方法的运用，实现对妇女史

整体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的提升。
四、结语

关于治史的依据在与史料，国学大师王国维认

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9](P33)史学大

家陈寅恪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

问题”；[20](P503)国学大师傅斯年有“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21]的论述，他们都提出史料扩张的

意义。对史学研究者而言，搜集、整理、解读民间文献

资料不仅是一个史料积累的过程，更是一种“重回历

史现场”的过程。尽管“历史的现场”提供的只是一个

相对的场境，何种程度上回归受制于史料遗存的情

况，但是在特定的地理、人文、情境之中，部分建构地

方史的脉络，进入到古人思想，情感、意欲等交织而

成的精神世界，获得对地方社会更为亲切的认识，在

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妇女个

体、集体的生命跃动，十分有益于增强研究本身的深

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间文献收集不仅是一种技

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民间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的更多元化

的，甚至有些零散的研究内容，我们还是应该有小心

谨慎的态度，注意资料之间的联系。首先，散见于民

间的地方历史文献，以其“民间性”、“鲜活性”、“多样

性”为长，但这也注定了资料本身的相对零散性，每

一种资料都无法在绝对意义上反映历史的全面与真

实，甚至会造成误读。因此，注意民间资料之间，以及

它们与正史之间的相互照应，形成证据链，应该是利

用这些资料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其次，区域差异性也

决定了对资料的运用是建立在特殊与普遍的认识规

律之下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理

区域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质量，常常取决于所

辖各个地方的学者和地方文人是否广阔而细致地完

成了大面积的资料书写与整理，这就是点面整合性

研究的重要前提所在。最后，特别注意理论与民间资

料所反映的“本土”特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本土

化”的前提即存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研究范式的话，那

么，从资料本身出发，建构资料所支撑的逻辑与解

释，才是我们的妇女史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之一。
一般意义上，民间文献对妇女史研究的价值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人们既有的“女主内”、“相夫教子”等观念，

进而将妇女群体的研究引向深入。例如民间文献中

有大量妇女参与民俗和信仰活动的记载，她们甚至

会成为活动的主体，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说，女

神的作用是非凡的，女性神职人员是十分活跃的，女

性信徒是十分广众的。而探讨她们在社会生活和群

体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对宗教活动中女性

亚文化的揭示，更是妇女社会性别与生活真实的实

际反映。因此正史文本中女性的缺席与民间文献中

女性的大量存在，是正统伦理教化与乡土意识相对

立的矛盾，更是妇女研究中整体史观之下必须注意

的群体差异。二是民间文献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层次

性有助于我们了解妇女的多面相生活和心理状态。
比如，与上层妇女相比，下层妇女的生活中不仅要解

决精神慰藉的问题，更要解决实际生活和家庭中遇

到的困难，因此不管是墓志还是家谱之中，上下层妇

女在家族和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差异明显。与男性相

比，男女既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同时又具有女性

的特定心理，面临着与男性不同的社会困境，并因此

形成了不同的思想状态。例如在考察了宝卷之后，有

日本学者认为：“在全面宿命思想、全面厌世思想的

背后，相反的思想就是这样悄悄地流行的。即使妓女

听宝卷，也不仅仅是祈求后世的安乐。宝卷的思想不

仅仅是宿命论的，否定现实的。我认为可以从中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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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反的具有反宿命论性质的女性相法。”[22](卷二，

P117)因此，民间文献虽多是家族精英或者地方士绅所

为，但是在男性主体意识之下所保留的、尤其是对下

层妇女的真实生活面相的记述还是为妇女史的研究

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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